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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新中国成立７０年来，中国对外贸易发展取得了规模增长、结构升级、主体
多元化、市场拓展等辉煌成就，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制造中心和贸易大国。中国的对外

贸易政策也从最初国家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保护贸易政策，经过渐进的贸易自由化进程演

变为目前以高质量发展为导向的高水平、全方位开放政策。在此期间，中国的贸易发展

战略呈现从进口替代到贸易平衡、目标从贸易大国到贸易强国、政策体系从边界措施到

规制融合、动能从要素优势到综合优势转变的特点。面对日趋复杂的国内外环境与激烈

的国际竞争，中国在未来对外贸易发展中需要实现从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的转变、增进

贸易新产品与新业态、加强贸易政策与产业政策协调以及提升全球经济治理话语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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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７０年来，是中国对外贸易发展不平凡的７０年。在对外贸易发展经历了近３０年的
曲折徘徊后，中国准确把握住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国际产业转移的浪潮，通过改革开放为中国对外贸易
发展创造了难得的历史机遇，并凭借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大胆尝试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的持久努力，在２１世纪开辟了崭新的局面，逐步成为全球贸易第一大国。在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
大变局中，面对日趋复杂的国内外环境，中国对外贸易发展面临着新挑战与新征程。在新中国成

立７０周年之际，本文试图对中国对外贸易发展进行全面系统的回顾，梳理分析中国对外贸易政策
的演进，总结中国对外贸易发展的特点与经验，并对中国对外贸易发展的前景和挑战进行展望。

一、中国对外贸易发展的历程阶段

新中国成立７０年以来，中国对外贸易发展总体上经历了规模从小到大、结构从劣到优、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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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单一到多元、市场从周边到全球等跨越式改变，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以下本文将中国对外

贸易发展７０年的历程分为７个阶段进行简要回顾。
（一）１９４９—１９５７年：恢复起步阶段
新中国成立以后，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等文件的指导下，与对外贸易相关的

制度和机构陆续建立，对外贸易业务也由此开始恢复，尤其是“一五”（１９５３—１９５７年）期间，伴随
着国内经济建设步伐的加快，中国对外贸易得到迅速发展。如表 １所示，１９５０年中国进出口货物
贸易总额仅为１１３５亿美元，而１９５７年迅速增长到 ３１０３亿美元，年均增长率为 １５４５％，其中出
口贸易总额年均增长率为１６３９％，高于同一时期世界出口总额增长率（９１９％）。与此同时，中国
的进出口贸易差额在１９５６年由负转正，扭转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持续 ６年的贸易逆差局面，首次实
现了进出口贸易的基本平衡。

　　表 １ １９５０—１９５７年中国货物贸易发展情况 单位：亿美元，％

年份
进出口贸易

总额 差额 增长率

进口贸易

总额 增长率

出口贸易

总额 增长率

１９５０ １１３５ －０３１ — ５８３ — ５５２ —

１９５１ １９５５ －４４１ ７２２５ １１９８ １０５４９ ７５７ ３７１４
１９５２ １９４１ －２９５ －０７２ １１１８ －６６８ ８２３ ８７２
１９５３ ２３６８ －３２４ ２２００ １３４６ ２０３９ １０２２ ２４１８
１９５４ ２４３３ －１４１ ２７４ １２８７ －４３８ １１４６ １２１３
１９５５ ３１４５ －３２１ ２９２６ １７３３ ３４６５ １４１２ ２３２１
１９５６ ３２０８ ０８２ ２００ １５６３ －９８１ １６４５ １６５０
１９５７ ３１０３ ０９１ －３２７ １５０６ －３６５ １５９７ －２９２

　　资料来源：《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年鉴（１９８４）》。

从商品结构来看，由于受限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工业生产能力，中国出口商品一直以初级产

品为主，到１９５７年初级产品出口额占中国总出口的比重仍高达 ６３６％，工业制成品出口占比仅为
３６４％，而且其中将近３／４是轻纺工业产品。中国进口商品则以成套机械设备和工业生产原料等
生产资料为主，“一五”期间其进口额占中国总进口的比重始终处于 ９１６％以上。从主体构成来
看，１９５０年私营企业承担的进出口额在中国进出口总额中占 ３３５％，之后随着对私营企业的社会
主义改造，非国营企业逐渐在中国对外贸易活动中退出，到 １９５７年中国进出口贸易全部由国营外
贸公司垄断经营。从市场分布来看，由于冷战背景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新中国实施敌对、

孤立甚至封锁禁运，我国内地贸易的市场主要是中国港澳地区、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同时与

部分西欧国家（英国、法国、瑞士等）也有小规模的贸易往来。

（二）１９５８—１９７７年：曲折发展阶段
在２０世纪５０年代末至１９７８年改革开放前的这一阶段，国内“大跃进”“文革”等政治运动严

重干扰了经济建设，加上中苏关系恶化，中国对外贸易发展历经了曲折与徘徊。如图 １所示，
１９５８—１９７０年中国对外贸易增长十分有限，其中出口总额年均１１１％的增长率远远低于世界出口
总额年均９２９％的增长率。这期间，“二五”（１９５８—１９６２年）规划中“大进大出”的外贸方针和国
民经济调整时期（１９６２—１９６５年）虽然带来了贸易额扩张，但也非常短暂。１９７１—１９７７年，中国利
用中美关系正常化所带来的契机使对外贸易实现了一定的增长，进出口总额的年均增长率达到了

２０４８％。总的来说，中国对外贸易在１９５８—１９７７年的年均增长率仅为 ７３％左右，出口总额占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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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出口总额的比重由１９５８年的１８２％下降至１９７７年的０６７％，这使得中国对外贸易在世界贸易
中的地位明显下降。

图 １　１９５８—１９７７年中国货物贸易发展情况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２０１８）》。

从商品结构来看，１９５８—１９７７年中国出口商品中初级产品依然占据半壁江山，工业制成品占
比逐步提高到１９７７年的４６４％，但是其中将近３／４始终是轻纺工业产品；进口商品依然是以成套
机械设备和工业生产原料为主。全部进出口贸易业务继续由国营外贸公司垄断经营。市场分布

的变化较为明显，日本、朝鲜等亚洲国家和法国、英国等西欧国家逐渐取代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

家，成为中国主要的贸易伙伴。

（三）１９７８—１９９１年：改革探索阶段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的宏伟进程，中国一方面积极顺应国际产业转移的浪

潮，主动融入世界分工体系；另一方面不断探索设立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等“飞地”经济试点，

开展贸易承包经营责任制、海关特殊监管区、外汇“双轨制”等体制改革，对外贸易发展由此进入新

篇章。如图２所示，货物贸易规模不断扩大，进出口总额由１９７８年的２０６４亿美元增长至 １９９１年
的１３５６３亿美元，年均增长率为１５６％，高于同一时期世界贸易年均８３％的增长率。同时，中国
出口额占世界出口总额的比重由０７５％提高至２％，进口额占世界进口总额的比重由 ０８５％提高
至１７４％，贸易地位有所提升。更引人注目的是，中国商品贸易结构发生了根本改变，出口贸易商
品中工业制成品的占比在 １９８１年首次超过初级产品，并且自 １９８６年起持续提升至 １９９１年的
７７５％，实现了出口比较优势的第一次重要转型升级。对外贸易主体构成也突破单一，由国营公
司的垄断经营实现了多元化，１９９１年外商投资企业的进出口额在中国进出口总额中的占比已经达
到２１３４％，对中国对外贸易发展的贡献度明显提高。市场分布进一步扩展至全球，１８０多个国家
和地区与中国建立了经贸往来，美国、韩国、新加坡和中国台湾地区在中国大陆贸易发展中的地位

越发重要。

这一时期对外贸易最大的特点就是确立了“两头在外”的加工贸易生产模式，从而为改革开放

后中国对外贸易的迅速发展奠定了基础。加工贸易常见的方式包括进料加工、来料加工、装配业

务和协作生产。无论是开放初期的纺织、服装、玩具、箱包等产品，还是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后期的机
械设备、电子产品、家用电器等行业，都充分利用了中国劳动力低成本的资源禀赋优势，创造了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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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１９７８—１９９１年中国货物贸易发展情况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２０１８）》。

量的就业岗位。到１９９１年加工贸易进出口总额在中国进出口总额中的占比达到 ４２３％，较 １０年
前增加了将近３７％。与货物贸易相比，中国服务贸易发展缓慢，１９８２—１９９１年中国服务贸易进出
口总额的年均增长率为１０７％，其中进口总额和出口总额的年均增长率分别为 ８７％和 １２％，均
低于同一时期中国货物进出口贸易的增速，占世界服务贸易总额的比重仅处于０４％ ～０８％。①

这一时期中国还处在改革开放的探索与试错阶段，诸多经济体制改革尚未实现重大突破，一

些西方国家对改革开放政策的长期性有所质疑，在中国“复关”问题上设置了重重障碍（屠新泉、娄

承蓉，２０１８）。因此，总的来说，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还没有真正完全地与世界市场和全球体制
接轨。

（四）１９９２—２０００年：开放突破阶段
１９９２年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外贸体

制的市场化改革由此开始加速推进，《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等外贸法律制度相继出台、外

贸经营权不断放开、关税水平大幅降低、人民币双重汇率实现并轨等一系列改革为中国对外贸易

发展注入了更鲜活的动力。在此期间，货物贸易规模以年均 １４％左右的速度持续扩张，２０００年中
国货物进出口总额达到４７４３亿美元，是１９７８年改革开放初期的 ２３倍，占世界贸易总额的 ３６％，
位列全球第七。同时，贸易逆差自１９９４年彻底扭转。贸易结构继续优化，工业制成品在中国出口
贸易商品中的占比将近 ９０％，其中机电产品增速最快。出口市场几乎涵盖了全球所有经济体，美
国自１９９９年开始成为中国第一大出口目的地。

这期间中国对外贸易最大的特点是贸易主体的结构变化（见表２）。外资企业进出口贸易的占比
在１９９８年超过国有企业，成为中国对外贸易的最主要力量。外资企业的影响在加工贸易中尤为突
出，这体现在其加工贸易进出口在中国加工贸易进出口总额中的占比分别由 １９９２年的 ３９％和 ４５％
提升至２０００年的７１％和７４％（Ｆｅｅｎｓｔｒａ和 Ｗｅｉ，２００９）。外资企业通过投入资金、先进技术、中间投入
品等与中国劳动力要素相结合，纷纷将中国作为生产与出口加工平台，使中国日益成为“世界工厂”。

这一时期中国服务贸易的发展速度快于货物贸易，１９９２—２０００年中国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从１８３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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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美元增加至６６００４亿美元，年均增长率为１７４％①，但总体规模仍然不大且逆差严重。旅游和运
输服务一直占据着中国服务贸易的半壁江山，通信、金融和文化娱乐服务等新兴服务业的占比极低。

　　表 ２ １９９２—２０００年中国对外贸易主体构成情况 单位：％

企
业

年 份 １９９２ １９９３ １９９４ １９９５ １９９６ １９９７ １９９８ １９９９ ２０００

进出口

国有企业 ７２５ ６４０ ６１４ ５８６ ４９９ ５０３ ４８４ ４７９ ４５４
外资企业 ２６４ ３４３ ３７０ ３９１ ４７２ ４７０ ４８７ ４８４ ４９９
其他企业 １０ １７ １６ ２３ ２９ ２７ ２９ ３７ ４７

进口

国有企业 ６５３ ５７４ ５２１ ４９５ ４２６ ４２８ ４２８ ４４８ ４３９
外资企业 ３２８ ４０２ ４５８ ４７７ ５４５ ５４６ ５４７ ５１８ ５２１
其他企业 ２０ ２３ ２１ ２８ ２９ ２６ ２５ ３４ ４０

出口

国有企业 ７９４ ７１１ ７０２ ６６７ ５７０ ５６２ ５２７ ５０５ ４６７
外资企业 ２０４ ２７９ ２８７ ３１５ ４０１ ４１０ ４４０ ４５５ ４７９
其他企业 ０２ １０ １１ １８ ２９ ２８ ３３ ４０ ５３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海关统计年鉴》（１９９２—２０００年）计算得到。

总的来说，２０世纪 ９０年代中国对外贸易的深化发展主要得益于对当时世界经济发展趋势的
准确把握和对外贸体制比照国际规则进行的市场化改革，这与中国复关和入世谈判不断取得实质

性进展密切相关。随着开放的深化，中国经济增长对外贸的依存度由 １９９２年的 ３３４％提升至
２０００年的４３９％，出口每增长１０％能带动中国 ＧＤＰ增长１％（林毅夫、李永军，２００３），而引进外资
带来的先进技术和人力资本、管理能力等创造性资源正是推动中国产业与贸易结构升级的重要渠

道（江小涓，２００２）。不过，中国对外贸易发展的区域不平衡也十分严重，１９９２—２０００年全国总出口
的４０％左右一直集中于广东，上海、江苏、浙江等沿海省份的出口占比一般在４％ ～１０％，内陆省份
的出口占比仅为１％左右，这进一步强化了中国区域经济增长速度的差异（沈坤荣、马俊，２００２）。

（五）２００１—２００７年：全面深化阶段
２００１年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ＷＴＯ），通过进一步清理修订外贸法规、削减关税、开放服务

市场、降低外资准入门槛等措施履行入世承诺，同时享受 ＷＴＯ成员间贸易自由化的成果，为中国对外
贸易发展创造了更广阔的天地。货物贸易规模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速度“爆炸”式增长，短短６年间
货物进出口总额由 ２００１年 ５０９６５亿美元飙升至 ２００７年的 ２１７６５７亿美元，年均增长率高达到
２７４％，超出同期全球进出口总额年均增长率７个百分点。这期间中国快速成长为世界货物贸易第
二大出口国和第三大进口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工厂”。贸易结构更加优化，进出口贸易的制成

品商品中除传统机电产品外，高新技术产品开始崛起。贸易主体继续由外资企业主导，但民营企业的贡

献不断加大。贸易市场的分布实现全球化，以亚洲和北美洲为主，同时对非洲和拉丁美洲地区增长明显。

入世之后，中国服务贸易在世界的地位显著提升，２００７年中国服务贸易出口和进口总额的世
界排名分别由２００１年的第１２名和第１０名上升至第７名和第５名，但逆差依然存在。旅游和运输
服务仍占据较大比重，咨询、计算机和信息以及金融服务的增速较快。

入世是中国对外贸易发展一座重要的里程碑，互利共赢的双向开放使中国与世界经济的联系

更加紧密，但资源消耗、环境污染、发展差距等问题以及对中国对外贸易增长方式的质疑也随之而

来，同时贸易顺差持续扩大，给外汇储备管理、人民币币值稳定、贸易摩擦等都带来了不小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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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重点分析入世后中国对外贸易发展的“奇迹”所引发的对中国贸易增长方式的探究。

根据新新贸易理论，可将一国的出口增长分解为集约边际和扩展边际两条路径，前者指出口产品

规模的变化，后者指出口产品种类和市场的变化。根据测算，１９９２—２００５年中国对美国出口的
高增长主要依靠集约边际，扩展边际的贡献最多不超过 １５％（Ａｍｉｔｉ和 Ｆｒｅｕｎｄ，２００８）；中国在多
边层面上的出口增长亦大体如此，１９９５—２００５年集约边际对中国出口增长的贡献达到 ９４０６％，
扩展边际仅占不到 ６％（钱学锋、熊平，２０１０）。如果进一步将集约边际分解成出口产品数量的变
化和价格的变化，１９９５—２００４年中国出口增长中数量扩张的贡献为 ７６６％，价格的贡献较小（李
坤望，２００８）。基于更精准测算方法的系列研究也发现，入世后的几年，特别是 ２００１—２００２年，大
量低质量的企业开始出口，造成了中国总体出口产品质量水平下降（余淼杰、张睿，２０１７；施炳展，
２０１４）。中国对外贸易增长严重依赖“以量取胜”而非“以质取胜”的粗放型发展模式很容易受到
外部需求变化、贸易保护主义、成本上升的影响而十分脆弱，在中长期是不可持续的。

（六）２００８—２０１２年：调整与转型阶段
２００８年美国次贷危机迅速演变成全球金融危机，对世界经济造成了严重冲击。面对外部需求

的严重萎缩，中国对外贸易出现了剧烈波动，２００９年中国进出口贸易自改革开放以来首次出现
１３９％的负增长，同比减少了３５５７亿美元，其中出口贸易受到的影响最为明显，同比减少 ２９９１亿
美元，增长率为 －１６％。中国出口扩张高度依赖数量扩张的脆弱性在金融危机中彻底暴露，
２００８—２００９年集约边际对中国出口贸易大幅缩减的贡献高达 ９６６％（盛斌、吕越，２０１４）。为了应
对金融危机给外贸发展造成的不利影响，中国迅速采取了调高出口退税率、促进贸易便利化等一

系列激励措施，使中国对外贸易得以较快恢复增长，２０１０—２０１２年连续 ３年保持世界第一大出口
国和第二大进口国的地位。但是在后危机时代，中国的外贸增速已有所缓和，２００８—２０１２年中国
进口总额和出口总额的增长率分别为１２６％和９４％，虽然仍高于世界同期的３１％和３４％的增
长率，但已远低于入世后全面深化阶段２５６％和２８９％的增长率。

尽管中国贸易规模增速趋缓，但贸易结构依然有所优化。一方面，进出口商品继续由机电产品和

高新技术产品主导，民营企业的进出口占比持续扩大，贸易市场分布中美国的占比有所下降，东盟的

占比持续上升；另一方面，中国一般贸易出口占比由２００８年的４６４％提升至２０１２年的４８２％，期间
加工贸易出口占比则由４７３％下降至４２１％，一般贸易出口额在２０１１年实现了对加工贸易出口额的
超越；同时，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上游度指数由１９９５年的２５３５提升至２０１１年的２８１９，表明中国
在全球生产网络中供应中间投入品的能力在增强（Ａｎｔｒａｓ和 Ｃｈｏｒ，２０１７）。此外，２００８—２０１２年中国服
务贸易的增长率为１２５％，高于货物贸易１０８％的增长率，但服务贸易逆差有所增大。

（七）２０１３年至今：高质量发展阶段
２０１３年中国开启了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新阶段，对外贸易发展进入新时代。至今连续 ６

年保持世界第一大出口国和第二大进口国的地位，并于２０１４年超越美国首次成为世界第一大货物
贸易国。贸易增速虽仍趋缓（甚至在２０１５年和２０１６年又出现了负增长），进出口额在 ２０１３—２０１８
年的年均增长率为１８％和２４％，但依然高于世界同期０８％和０５％的低增长率（见图３）。

中国对外贸易发展在保持规模优势的同时，结构也得到进一步优化与改善，这主要体现在以

下四个方面。一是以技术、品牌、质量、服务为核心的商品综合竞争新优势不断提升，逐步替代了

仅仅依托劳动力资源优势从事国际产业分工的加工装配环节，促进了对外贸易向全球价值链的中

高端迈进。例如，中国一般贸易出口占比继续上升，由２０１３年的４９２％提升至 ２０１８年的 ５６３％，
期间加工贸易出口占比则由３８９％下降至３２１％，而且一般贸易出口额领先加工贸易出口额的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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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２０１３—２０１８年中国货物贸易发展情况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网站。

距逐年扩大。此外，中国出口的国内附加值率由２０１３年的７９７％提升至２０１６年的８３４％①，表明
中国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的地位有所提升；中国在全球生产网络中供应中间投入品的能力持续增

强，２０１７年彻底取代日本成为东亚价值链的核心（Ｍｅｎｇ等，２０１８）。二是积极开拓新市场合作空
间，这突出体现在近三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进出口额占中国进出口总额的比重由

２５１％提升至２７４％，年均增长 １５７％，高于与发达国家的贸易增长率，这对于分散市场集中风
险、实现市场多元化战略至关重要。三是外资企业的进出口占比有所下降，由 ２０１３年的 ４６１％下
降至２０１８年的４２６％，民营企业的进出口占比在 ２０１８年首次超过 ５０％，对中国外贸发展的拉动
作用日益突出。四是服务贸易的增长速度超过货物贸易，年均增长率达到 ８％，至今连续 ５年保持
世界第二大服务贸易国的地位，但是贸易逆差依然不小。

总的来说，随着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中国对外贸易发展的重点已经从以往的规模扩

张转变为现今的高质量发展阶段，同时在全面深化改革与对外开放的推动下，中国已形成高水平

开放的新格局，为中国对外贸易发展创造出更辽阔的空间。

二、中国对外贸易政策的演进

新中国成立７０年中国对外贸易发展所取得的成绩，不仅仅得益于新型国际生产体系变迁和
融入多边贸易体制等良好的外部时机和条件，更离不开国内市场导向的一系列外贸体制机制改

革。下面对不同发展阶段中国对外贸易政策的演进进行梳理和分析。

（一）１９４９—１９５７年：国家计划经济体制下保护贸易政策的建立
早在１９４９年３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主席就提出“人民共和国的国民

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没有对外贸易的统制政策是不可能的”，②会议确定了新中国“对内的节制资

本和对外的统制贸易”的基本经济政策。１９４９年９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进一步
明确了新中国“实行对外贸易的管制，并采用保护贸易政策”，１９５０年１２月，《对外贸易管理暂行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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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根据 ＷＴＯＯＥＣＤ的 ＴｉＶＡ数据库的相关数据计算得到。
引自《毛泽东选集》（第４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



例》和《对外贸易管理暂行条例实施细则》颁布，随后《进出口厂商申请营业登记办法》《易货贸易

管理暂行办法》等一系列涉及经营主体、贸易方式、商品许可、外汇结算等事务的外贸管理法律陆

续出台，全国统一的对外贸易政策体系逐渐成形。

在计划性外贸政策的指导下，１９４９年１０月新中国成立了中央贸易部，下设对外贸易司主管对
外贸易，１９５２年中央贸易部拆分成商业部和对外贸易部，后者作为国家统一管理对外贸易事务的
行政机构，海关总署、商品检验总局和中国对外贸易促进会等许多外贸管理部门也先后成立。与

此同时，为了更好地执行计划经济体制下的进出口贸易政策，１９５３年对外贸易部设立了 １４个专业
进出口公司和２个专业运输公司，并逐步在地方开设分公司，还采用了多种方式对私营进出口商
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到１９５６年中国基本建立了高度集中、政企合一的外贸经营体制。

保护贸易政策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新中国成立后的经济建设百废待兴，对外贸易

必须为国民经济发展服务，因此由国家统一计划整合优势资源进行出口创汇，进口社会主义工业

化所必需的机器设备、原料等，严格管理外汇使用，对消费品设置高关税，对国内不能生产的设备、

原料等设置低关税或免税。这是进口替代贸易战略的典型模式。

（二）１９５８—１９７７年：国家计划经济体制下保护贸易政策的演进
从整体看，自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到改革开放前，中国继续坚持保护贸易体制和进口替代贸易战

略，同时依据国内外政治经济环境的复杂变化而在具体实施措施上有所调整。例如，关于外贸经

营权，５０年代末为了配合“二五”计划特别是“大跃进”，外贸部门要求“出口上要多收购、大出、快
运、多收汇，进口上要大买、快买、快运、快交货、节约外汇”，①在“大进大出”方针的指引下，出口物

资收购、进出口计划编制等权力下放给了地方。这导致有些口岸和公司相互争夺客户与市场的不

当竞争，对此国家随后又收回了下放的部分外贸经营权。再如，６０年代初中苏关系恶化导致双边
贸易急剧萎缩，国家的技术和设备进口计划逐渐向西方国家倾斜，并陆续与西欧多国建立了外交

关系和经贸往来，但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又受到“极左”的影响而出现剧烈波动。进入 ７０年代，中
国利用中美关系正常化和国内对“极左”进行反思带来的契机，进口了一批较先进的成套设备，带

动了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对外贸易发展的第二次高潮。

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建立了一套计划经济体制下的贸易体系，主要包括进出

口计划、外贸经营权、国营贸易、进口保护、外汇管制。所有的进出口活动都要以指令性计划为依

据，这导致企业无法直接参与国际竞争，缺乏自主性与灵活性，难以发挥资源禀赋优势，使贸易真

正成为推动国民经济发展的动力。此外，进口保护壁垒很高，１９５１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进出口
税则》的算术平均关税水平高达５２９％，其中制成品关税为 ４７７％，之后一直未有大幅度削减，而
１９７９年东京回合结束时，世界上９个主要工业国家制成品关税平均已降至４７％。另外，值得一提
的是，国家在六七十年代就对建立经济特区、引进外资、来料加工贸易等进行过初步设想，虽然未

能付诸实践，但是对后来的改革开放产生了重要的启示作用（裴长洪，２００９）。
（三）１９７８—１９９１年：兼顾进口保护和出口鼓励的开放贸易政策
１９７８年的改革开放使中国对外贸易政策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第一，打破国家计划经济体制

下的外贸体系，逐步下放外贸经营权到地方和生产企业，减少和简化指令性计划，鼓励开展工贸结

合和进出口代理制，推行对外贸易承包经营责任制，实行外汇“双轨制”，有效激发了外贸企业的积

极性和竞争意识。第二，建立经济特区，１９８０年首先在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设立四个经济特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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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２０１１）。



１９８８年又建立海南经济特区，通过实施外资、税收、土地、外汇等一系列优惠政策，吸引了一大批外资
企业进驻园区，为学习利用国外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发展工业和对外贸易提供了良好的机遇。截至

１９８９年底，五个经济特区实际利用外资４１亿美元，占全国的１／４以上；外贸出口达３８５亿美元，占全
国出口总额的近１／１０。① 第三，开放沿海城市，１９８４年率先开放大连、秦皇岛、天津、烟台、青岛、连云
港、南通、上海、宁波、温州、福州、广州、湛江、北海１４个沿海城市和海南岛，１９８８年进一步将杭州、南
京、沈阳等１４０个市县划入沿海经济开放区，实行经济特区的部分优惠政策；１９９０年开发开放上海浦
东，设立中国第一个海关特殊监管区———上海外高桥保税区；随后还在一些沿海、沿江和省会城市设

立经济技术开发区，发展现代制造业和高新技术产业，促进了东部沿海地区对外贸易的迅速增长。

这期间国家为顺应国际产业转移浪潮发展加工贸易，先后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为其探索出越

发成熟的制度保障体系。１９７９年国务院颁布《以进养出试行办法》和《开展对外加工装配和中小型补
偿贸易办法》，海关总署等外贸部门据此制定了有关实施细则，进一步明确了加工贸易在资格审批、外

汇使用、征税纳税、保税监管等方面的优惠。无论是“三来一补”还是进料加工贸易，都为充分发挥国

内劳动力资源优势提供了生产与贸易平台，增加了出口收汇，更推动了中国的工业化进程。除了加工

贸易政策之外，出口鼓励措施还体现在外汇留成、出口退税、出口奖励、人民币汇率贬值和对出口导向

型外资给予特别优惠等多个方面，同时也更加强调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和市场的多元化。

改革开放后中国在推行出口鼓励政策的同时，为了保护国内工业发展而继续坚持进口替代保

护政策，几次关税制度调整基本调低了国内不能生产或短缺的设备、零部件、原料等的关税，同时

调高了国内已经具备生产能力的制成品、机械设备等的关税。到１９９１年中国的平均关税水平仍在
４０％以上，与改革开放前相比未有大幅度下降。

（四）１９９２—２０００年：出口导向的贸易自由化政策
党的十四大拉开了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序幕，外贸领域的市场化改革由此开始加速

推进。在外贸经营主体方面，私营企业、外资企业和科研院所陆续获得自营进出口权，按照现代企

业制度逐步改组国营外贸企业，实现自主经营、自负盈亏，逐步取消出口财政补贴，取消进出口指

令性计划。在外贸法制建设方面，采用国际通用标准修订实施新的进出口税则，颁布《中华人民共

和国对外贸易法》（１９９４年），首次对外贸经营者、货物与技术进出口、服务贸易、贸易促进、贸易救
济等进行系统性的法律法规规定。在出口鼓励措施方面，专门成立中国进出口银行，为进出口贸

易提供政策性金融支持；利用财政资金设立基金或协会，资助扶持中小出口企业开拓国际市场；进

一步完善出口退税政策、加工贸易政策和出口商品管理制度等，更有效而规范地提高中国出口竞

争力。在外汇制度方面，１９９４年实现人民币汇率并轨，建立了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单一的、有管
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取消外汇留成，建立全国统一的银行间外汇交易市场。

这期间，为加快对内市场化与对外开放（尤其是入世和参与 ＡＰＥＣ）进程，中国进行了持续的大
幅度进口贸易自由化改革。一方面，削减关税，从１９９２年１月开始取消全部进口调节税，实施大幅
度自主关税减让，到１９９６年中国的简单平均最惠国进口关税率从４２１％降至２３７％，加权平均最
惠国进口关税率从３２２％降至１９８％（见图４）；１９９７年重点降低高新技术产品进口关税，１９９８年
开始连续４年按照《中美纺织品与服装协定》减让相关产品关税，１９９９年重点降低在 ＡＰＥＣ内承诺
的玩具和林产品关税，到 ２０００年中国的简单平均关税率已降至 １７０％，加权平均关税率已降至
１４７％，减让幅度分别达到６０％和５４％，均高于乌拉圭回合设定的所有参加方关税平均减让 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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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资料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ｈｔｔｐ：／／ｃｐｃｐｅｏｐｌｅｃｏｍ）。



的谈判目标。不过，即使如此，中国的关税水平仍然是相对偏高的，２０００年 ＧＡＴＴ发达成员的平均
关税率为３８％，发展中成员的平均关税率为 １２３％。另一方面，中国加快规范和削减非关税措
施，通过出台《一般商品进口配额管理暂行办法》《进口商品经营管理暂行办法》等制度，大幅度减

少配额、许可证管理商品，简化、优化进口程序，并使贸易管制的透明度有很大提高。

图 ４　１９９２—２０００年中国进口商品关税率的变化

　　资料来源：１９９５年的数据来自吴家煌（１９９８），其他数据来自 Ｗｏｒｌｄ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２０１８）。

（五）２００１—２００７年：履行入世承诺的贸易自由化政策

入世后中国开始全面融入多边贸易体制和世界市场，切实履行入世承诺，对外贸易政策对标

国际规则继续推进贸易自由化。在外贸经营主体方面，２００４年修订的《对外贸易法》将外贸经营权

的审批制改为备案登记制，所有企业和个人均可依法获得外贸经营权；仅对少数重点商品实行国

营贸易，还提高了国营贸易进出口程序的透明度。在外贸法律法规体系方面，入世前 ３年根据

ＷＴＯ规则和入世承诺集中清理修改了２３００多项法律法规，废除了其中 ８００多项；①公布所有与外

贸有关的法律法规，设立中国政府 ＷＴＯ通报咨询局（现为商务部 ＷＴＯ司），使贸易政策进一步公开

透明；２００４年修订《反倾销条例》《反补贴条例》《保障措施条例》，形成更符合 ＷＴＯ规则的贸易救济

体制。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根据 ＷＴＯ的《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ＴＲＩＰｓ）协定》，对《专利法》《商标

法》《著作权法》等有关的知识产权法规进行修订，新颁布实施《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等专门性保护

法规，基本形成了与国际惯例接轨、体系完整、符合中国国情的保护知识产权法律法规体系。②

中国货物贸易自由化的成果十分显著。如表３所示，中国进口商品的简单平均最惠国关税率

从２００１年的１５９％降至２００７年的 ９９％，加权平均最惠国关税率从 ２００１年的 １４１％降至 ２００７

年的５５％，已经低于一些重要的发展中国家（如巴西、印度和墨西哥等）。尤其是制成品关税的减

让幅度达３７％以上，无论是简单平均关税率还是加权平均关税率，到 ２００７年均低于巴西、印度和

墨西哥；初级产品关税也大大低于印度和墨西哥。中国入世时关于汽车与零部件、纺织品与服装、

信息技术产品等的关税减让承诺已经全部履行完毕。与此同时，中国自 ２００５年起取消了进口配

３４

①
②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２０１６）。
资料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网站（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ｃｉｏｇｏｖｃｎ）。



额、进口许可和特定招标等非关税措施，根据 ＷＴＯ规则，仅对涉及环境保护和生命安全的产品实
施进口限制。在服务贸易自由化方面，中国的入世承诺涵盖了 ＷＴＯ《服务贸易总协定》（ＧＡＴＳ）列
表中１２个大项１６０多个部门中的 ９项 １００多个部门，开放程度大大高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
（盛斌等，２０１１）；在金融、保险、电信等服务业部门中设置的地域限制、股权比例限制、经营范围限
制等按照承诺到２００６年基本取消，大大降低了国外服务提供者的市场准入门槛。

　　表 ３ ２００１—２００７年中国总体与分部门进口商品关税水平变化与国别比较情况 单位：％

年份
所有商品

简单平均 加权平均

制成品

简单平均 加权平均

初级产品

简单平均 加权平均

２００１ １５９ １４１ １５４ １３０ １７８ １９２
２００２ １３１ ７７ １３０ ８１ １３７ ６１
２００３ １１４ ６５ １１０ ６７ １２５ ５７
２００４ １０５ ６０ １０２ ５９ １１７ ６２
２００５ ９８ ４９ ９６ ５４ １０７ ３６
２００６ ９９ ４４ ９５ ４７ １１１ ３７
２００７ ９９ ５５ ９７ ６４ １１２ ３３

其他发展中国家（２００７年）
巴西 １２２ ８６ １３３ １１１ ８７ ２８
印度 １７２ １２０ １４０ １１０ ２７８ １３０
墨西哥 １２５ １１４ １１６ １００ １５９ １７４

　　资料来源：Ｗｏｒｌｄ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２０１８）。

（六）２００８—２０１２年：应对金融危机冲击的调整政策
面对２００８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中国迅速调整了对外贸易政策，重点针对稳定与扩大出口。

出口激励措施主要体现在加大出口信用保险和出口信贷力度，清理出口各环节收费，取消或降低

包括农产品、化肥、钢铁等商品的出口税，调高出口退税率，支持企业“走出去”以带动出口，促进以

海关通关服务为主的贸易便利化，积极培育跨境电子商务等对外贸易新业态等。与此同时，也采

取了一些临时性的进口保护措施，如取消部分商品的临时优惠关税率、增加自动许可的商品清单

等（盛斌等，２０１１）。但总的来说，中国的贸易自由化进程并没有因危机而停止，尤其是在服务贸易
开放方面，在市场准入和业务范围上进一步履行了入世承诺。

这期间，在制定“稳外需、保市场、保份额”外贸措施的基础上，中国对外贸易政策更加注重调

整结构和纠正失衡。２０１２年４月商务部印发《对外贸易发展“十二五”规划》，明确“十二五”期间
（２０１１—２０１５年）中国外贸发展以“稳增长、调结构、促平衡”为重点，为提高中国对外贸易发展的
质量和效益、推动贸易强国进程指明了方向。随后，国务院颁布《关于扩大进口促进对外贸易平衡

的指导意见》和《关于促进外贸稳定增长的若干意见》，提出将积极扩大先进技术设备、关键零部件

和能源原材料进口作为外贸发展的一个基本任务。总的来说，后危机时代的中国对外贸易政策响

应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要求，更加强调外贸发展的协调性、科学性和可持续性。

（七）２０１３年至今：以高质量发展为导向的高水平、全方位开放政策
２０１３年１１月《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实施新一轮高水平对外

开放，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和全方位对外开放新格局，重点举措包括：深化贸易与投资自由化、

创立与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形成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贸区网络、参与国际贸易与投资新规则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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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议题谈判等。２０１５年５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若干意见》明确了构
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具体目标与内容，随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

年规划纲要》（２０１５年１０月）勾勒出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蓝图和愿景。２０１７年 １０月党的十
九大报告提出“全面开放”的新思想、新理念与新战略，为中国迈向更高层次开放型经济发展的指

导方针和路线构建了一个比较完备的政策框架与体系。

追求高质量经济发展的贸易政策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积极主动扩大货物进口。

２０１２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要“积极增加进口”，２０１４年国务院又发布《关于加强进口的若
干意见》，２０１７年习近平主席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宣布从２０１８年起举办中国国际进
口博览会，２０１８年中国的简单平均关税率已降至７５％。这些都表明，中国贸易开放的重心进一步
转向主动扩大进口，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促进经济高质量增长成为全面开放的重要目标。通过

进口低成本、高质量和多元化的投入品，企业能够显著提升生产率，降低生产成本，改善产品质量，

促进产品创新，更好地融入全球或区域价值链。第二，在服务贸易自由化方面，不仅有根据 ＷＴＯ
电子支付服务争端的裁决结果、开放国内银行卡清算服务市场的“倒逼”式开放，更有在自由贸易

试验区通过投资与服务贸易负面清单实施的先行先试的“主动式”开放。第三，在投资自由化方

面，出台《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２０１９年），对外资全面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
理制度，加强对外资的促进和保护。第四，在开放模式方面，已分批建立 １９个自由贸易试验区，更
多的对外开放、简政放权、优化营商环境的创新政策将在自由贸易试验区试点成熟后向全国复制、

推广，同时加快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和粤港澳大湾区，探索更高层次的贸易开放。第五，在区域贸

易合作方面，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ＲＥＣＰ）、中日韩自贸区等是中国构建高标准 ＦＴＡｓ网络的重
要组成部分，２０１３年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更是中国引领国际新型经贸合作的重大经
贸举措，至此中国形成了以“一带一路”建设为重点，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遵循共商共

建共享原则，加强创新能力开放合作，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新格局。

近期，中国的对外贸易政策更加注重贸易质量的提升。２０１２年《对外贸易发展“十二五”规划》将
“巩固大国地位，推动贸易强国进程”写进指导思想，２０１６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要“从贸易大国
迈向贸易强国”，而十九大指出中国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实际上也要求对外贸易的高质量发展。

利用“一带一路”开展国际产能合作，拓展第三方市场合作，促使出口结构转型升级；鼓励先进技术设

备和关键零部件等进口，鼓励外资来华设立研发中心，鼓励企业引进先进技术，全力提升中国企业生

产技术水平；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强化质量意识，提高商品和服务质量。

三、中国对外贸易发展的特点与经验

在中国对外贸易政策由封闭向开放演进的过程中，中国对外贸易发展历经了种种坎坷与辉

煌，充分体现了一个社会主义发展中国家不断探寻高质量外贸发展道路与方式的积极实践，以下

从四个方面对７０年中国对外贸易发展实践的特点与经验进行总结。
（一）贸易发展战略从进口替代到贸易平衡

虽然并没有正式的官方文件明确指出宏观上中国实施的是何种贸易发展战略，但我们仍可从

贸易政策演进与贸易绩效变化中定性判断。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对外贸易领域的种种举

措都表明中国实施的是进口替代贸易发展战略，尽管严格控制进口在一定程度上能保护民族工业

的发展，但遏制了对外贸易发展的比较优势与活力，使中国贸易规模在世界的占比几乎可以忽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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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计。改革开放后，经济特区的设立、沿海城市的开放、外商投资的流入、加工贸易的兴起均带来

了中国出口规模的快速增长和结构的优化升级，但囿于相对落后的工业发展体系，改革开放之初

的十几年时间里，中国仍保持着较高的进口壁垒，贸易发展战略呈现进口替代与出口导向相结合

的特点。从１９９２年开始，中国大刀阔斧地对外贸体制进行市场化改革，入世后按时履行减让关税、
取消非关税措施等一系列进口自由化承诺，中国市场向世界敞开了大门，更激发了巨大的出口潜

力，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成长为世界第一大出口国，至此中国的贸易发展战略已经转为出口导向，同

时还在深度参与国际竞争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大经贸战略、以质取胜战略、市场多元化战略和科

技兴贸战略，促进对外贸易的健康发展。２００８年全球金融危机使中国贸易的结构性缺陷暴露无
遗，中国的贸易发展战略亟须转变，当前更加强调贸易平衡，实现贸易中性。无论主动扩大商品进

口，还是服务业和外资的进一步开放；无论“一带一路”倡议下区域合作的深化，还是“人类命运共

同体”的构建，均表明中国的对外贸易发展战略越来越注重与世界共享成果，实现互利共赢。即使

在当前中美贸易摩擦不断升级的背景下，中国依然强调通过贸易自由化向世界宣示继续扩大开放

的立场、维护开放型世界经济体制的决心和与世界其他各国同享“中国红利”的包容。

（二）贸易发展目标从贸易大国到贸易强国

目前中国是毋庸置疑的贸易大国。根据 ＷＴＯ的统计，２０１８年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为４６２２９
亿美元，位居世界第二，其中出口总额为２４８７０亿美元，占世界出口总额的１２８％，位居第一；进口总
额为２１３５９亿美元，占世界进口总额的１０６％，仅次于美国位居第二。但是已有众多研究发现，中国
的对外贸易发展过于重视“量”而忽视“质”，比如，中国成长为贸易大国主要通过高数量、低价格的粗

放型路径；出口规模的高增长付出了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的沉重代价；入世后大量低质量的企业开始

出口，造成中国总体出口产品质量水平有所下降；尽管高新技术产品出口份额很大，但真正由国内贡

献的技术含量不高；中国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更靠近中下游环节；服务贸易逆差严重等。实际上究竟

何为贸易强国？从世界贸易发展的历史经验来看，贸易强国的外在表征是非常多层次的，其中掌握先

进生产技术和拥有国际经济治理话语权应当是贸易强国非常重要的内在支撑，然而中国在这两个方

面均与先进国家存在一定差距。庞大的贸易规模与不平衡还招致许多国家集中针对中国展开有针对

性的贸易保护，甚至引发严重的贸易冲突与争端，２００１—２０１８年全球针对中国出口发起的反倾销调查
案件数高达１１１９起，排名居于第一位，为中国出口的可持续增长埋下了不小的祸患。

为了解决中国对外贸易发展“大而不强”的问题，近年来国家开始从战略高度重视贸易强国的

建设，提出要在２０３０年初步实现贸易强国的目标。除了制定措施切实促进加工贸易转型升级、强
化产品质量意识和标准等，中国更加注重对领先技术的开发与掌握。一方面中国对外贸易发展在

继续发挥出口优势、巩固“量”的扩张的同时，已经着手多管齐下、推动“质”的提高，包括鼓励先进

设备、零部件及技术进口实现学习吸收再创新；另一方面出台《中国制造 ２０２５》《国家创新驱动发
展战略纲要》等激励核心技术自主研发创新，为贸易强国奠定坚实的基础。与此同时，中国积极参

与多边、诸边、区域和双边国际经贸规则的制定与完善，充分表达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诉求，承担大

国责任，提高全球经济治理话语权，并通过“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引领新型区域经贸合作。

（三）贸易政策体系从边界措施到规制融合

改革开放前中国对外贸易发展的主要功能是调剂余缺，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较小。因此贸

易政策体系基本是由关税、配额、许可证等边界措施组成，而且整个贸易政策体系充满了浓厚的计

划色彩，贸易政策措施对进出口的调节作用十分有限。改革开放后尤其是入世以来，中国的对外

贸易政策与体制发生了重大变化，贸易政策体系与 ＷＴＯ规则逐步接轨，关于进出口商品管理、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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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促进、贸易救济等措施不断规范，还扩充了贸易便利化、服务贸易、知识产权等新内容；此外，随

着贸易与投资联系的日益紧密以及国民经济外贸依存度的不断提高，外资政策和产业政策中与对

外贸易政策的协同交叉也逐渐增多。更为引人注目的是，随着跨太平洋贸易伙伴协定（ＴＰＰ）、跨大

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定（ＴＴＩＰ）、国际服务贸易协定（ＴＩＳＡ）谈判的发起与进行，贸易政策措施日益

触及国内监管与规制，由此关于新的贸易规则主导权的争夺也越发激烈。这表明，从世界范围来看，

以关税为代表的“第一代贸易政策”已基本受到约束和削减，而以投资、知识产权、政府采购、竞争政

策、环保、劳工、数字贸易、国有企业等议题为代表的“边界内措施”（即“第二代贸易政策”）正在成为

国际经贸谈判的重点。发达国家是这些高标准、新规则的主要倡导者，特别强调为国际生产与全球价

值链体系创造一个商品和要素自由流动、营商环境公开透明、法律体系科学健全的发展空间。

目前中国的贸易政策体系仍然以边界措施为核心，尽管已经看到诸如贸易便利化、服务贸易、投

资自由化、电子商务等议题先行改革试验的成效（特别是在自贸试验区内取得的制度创新以及可复

制、可推广经验），但是总的来说，中国贸易政策体系的现代化程度还不够明显。新议题的全面融合需

要在对其经济效应进行科学准确评估的基础上谨慎地进行，而且它们在很大程度上需要依托国内经

济体制的全面改革，最重要的是其可能会触及一些改革的“深水区”。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

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等文件的

部署，目前中国的全面深化改革正在推进，新一代贸易政策的顶层设计囊括在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的框架之下，主要是在构建外贸可持续发展新机制的基础上，利用自由贸易试验区或自由贸易港对国

际贸易投资新规则进行风险测试与压力测试，最终推动贸易新议题在中国贸易政策体系中落地。

（四）贸易发展动能从要素优势到综合优势

从新中国成立直至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对外贸易发展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出口创汇，从而解决

“外汇短缺”的瓶颈。由于工业生产能力相对落后，国家主要通过强大的行政计划指令出口初级产品

和能源资源实现创汇，此时的贸易发展动能是建立在政府的意愿而不是要素禀赋的基础上的（傅朝

阳、陈煜，２００６）。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日益推进，中国市场化步伐不断加快，工业生产能力逐渐提高，

中国开始承接发达国家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生产转移，出口得以飞速增长，此时的贸易发展动能转换成

为丰裕要素———劳动力。入世后中国继续通过加工贸易从事世界生产分工的加工装配环节，参与国际

贸易的劳动力比较优势得到进一步释放与发挥，中国进而成了名副其实的“世界工厂”和贸易大国。然

而，随着国内劳动力成本的攀升，依托传统比较优势发展对外贸易的可持续性越发令人担忧，结果这一

粗放式贸易发展方式的弊端在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下充分暴露，中国行业与产品在全球价值链中被“低

端锁定”成为重要特征（吕越等，２０１８）。因此，中国的对外贸易发展必须加快培育国际竞争综合新优势。

近年来，可以看到中国实现对外贸易发展新旧动能转换的趋向和努力。２０１３年《政府工作报告》

强调要促进形成以技术、品牌、质量、服务为核心的出口竞争新优势，２０１６年《政府工作报告》又提出

要促进加工贸易向中西部地区转移、向产业链中高端延伸，２０１７年十九大指出要培育贸易新业态、新

模式，以自由贸易试验区、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等为代表的制度创新可以为培育贸易发展新动能

提供土壤，而国家加快经济社会发展新旧动能接续转换的改革也一定会对贸易发展动能产生积极的

溢出作用。总的来说，当下中国贸易发展动能转换升级的思路是在促进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中西

部地区和低工资发展中国家转移的同时，引导鼓励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发展，利用信息技术培育数

字贸易和跨境电商等贸易新业态，依托“一带一路”打造以中国为主的全球或区域价值链，扩大服务

贸易升级和外资开放，最终实现贸易发展动能的综合性、多元化和可持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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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中国对外贸易发展的前景与挑战

中国对外贸易发展走过的７０年征程光荣而又艰辛，展望未来，习近平主席指出“世界正面临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日趋复杂的国内外环境中，中国必须对未来对外贸易发展的前景与挑战保

持清醒的认识。

第一，关于贸易强国建设。目前国家已经围绕建设贸易强国的目标出台了多项战略部署和实

施举措，但由于过往中国企业普遍存在质量意识不强、核心技术缺失等短板，当下承担对外贸易活

动的微观企业的战略意识和技术能力可否被激活变得十分关键。中美贸易摩擦中的“中兴事件”

和“华为事件”深刻警示中国企业拥有自主核心技术（如芯片）的重要性，从而在复杂环境中突破以

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会对中国实施的技术打压和封锁。因此，自主研发获取核心技术才是跳

脱受制于人的窘境、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的王道。从政府层面来讲，有必要加大对科学研究的

资助力度，完善知识产权保护法，全力扶持鼓励企业自主研发创新，尽快实现关键技术的突破，实

现从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的转变。

第二，关于新贸易产品与业态。以人工智能、互联网、新一代信息技术、大数据、新材料、新能

源等为代表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正在促进传统的生产制造模式和商业组织模式发生巨大变革。传

统产品中越来越多地被注入新概念和新技术，不断推陈出新，适应可持续发展需求和消费升级需

求；新产品被不断开发问世，尤其是数字化产品成为未来发展的潮流；电子商务改变了传统的商业

模式和跨国公司的组织方式。在飞速变化的科技变革的背景下，全球贸易已经进入一个非凡创新

的数字时代，中国的贸易发展必须在理念、技术、环境与制度上适应乃至引领这些变化。

第三，关于贸易政策与产业政策的协调。传统的贸易政策由市场准入为核心的边界措施组

成，贸易政策与产业政策的协调主要体现在“奖出限入”，即对幼稚产业、新兴产业和支柱产业的最

终产品施加严格的准入壁垒以及鼓励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的出口，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政策实践

即是如此。但是随着全球价值链的纵深发展，中间品进口自由化已成为实现产业和价值链升级的

一条重要路径；同时，贸易政策已经明显向以“边界内措施”为主的第二代贸易政策转变，后者强调

国家间的规制融合与监管一致化，而诸如国家安全、环境保护、劳工标准等公共目标在各国之间是

很难达成一致的。因此，全球价值链背景下的贸易政策与产业政策的协调互动更为复杂，如果两

者缺乏有效的政策统筹与协调机制，可能导致贸易政策的有效性大打折扣。

第四，关于全球经济治理话语权。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形成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是以美国为

主导的发达国家所掌控的。尽管随着新兴市场国家（特别是“金砖国家”）的兴起与壮大，发展中国

家在世界多边贸易体制中的话语权有所增强，但总的来说其制定规则、谈判和结盟的能力依然有

限，其内部分歧有时也难以调和。中国在引领全球经济治理方面的经验相对不足，尤其是在提供

制度性公共产品、设定国际经贸新议题和新规则以及管理利益联盟方面亟待提高。对此，中国应

一方面继续坚定维护世界多边贸易体制并积极参与 ＷＴＯ改革，另一方面应积极推动区域全面经
济伙伴协定（ＲＣＥＰ）、中日韩自贸协定谈判，同时不断完善金砖国家峰会、亚投行、“一带一路”等合
作平台，努力为全球经济治理提供“中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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